


[bookmark: _Hlk137643482]【根据本刊的惯例，论文本身就是研究，因此不强调研究一词】
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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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51307363][bookmark: _Hlk136786477]摘要：长三角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人才资源的驱动。由于科技人才争夺的异常激烈，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成为长三角城市群建设人才高地的重要举措。基于2008－2022年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块模型分析、二次指派程序（QAP）分析对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呈现“一核多中心”的网络结构，网络内部主体间关联程度较高但密度较低；（2）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呈现出横向协作为主，纵向协作为辅的结构特征；（3）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呈现为4个板块，部分板块之间存在溢出效应；（4）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结构主要受其城市地理位置、行政层级差异、行政隶属关系以及城市创新能力影响。因此，长三角城市群需要加强中心城市对边缘城市的辐射作用；推动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纵向协作，以整体提升区域协作网络密度；提升中小城市板块间的溢出效应，推进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的协同共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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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governmental Collaboration Network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 Shar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Peng Chuanyu, Huang Ruiru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relies on the driving for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ci-tech) talent resources. Given the intense competition for sci-tech talent, intergovernmental collaboration in talent sharing has become a critical measure for building a highland of talent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Based on intergovernmental collaboration data on sci-tech talent shar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08 to 2022, this study employ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 blockmodel analysis, and 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 (QAP) analysis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governmental collaboration for talent sharing.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1)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llaboration network for sci-tech talent shar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exhibits a single-core and multi-center structure, with relatively strong inter-node connections but low overall network density. (2) The network is characterized by predominantly horizontal collaborations, supplemented by vertical collaborations. (3) The network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distinct blocks, with observable spillover effects between certain blocks. (4) The structure of this collaboration network is primarily influenced by four critical determinants: geographic proximity between cities, disparities in administrative hierarchies, jurisdictional affiliations, and differentiated urban innovation capacities. Therefore,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should enhance the radiating effects of core cities on peripheral cities, promote vertical collaboration in regional sci-tech talent sharing to increase overall network density, and strengthen spillover effects among small-medium city clusters to advance coordinated talent development across the region.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 intergovernmental collaboration network

                           1
收稿日期：2024-04-24，修回日期：2024-07-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城市引进人才政策评价与优化研究”（20BZZ079）；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四川省构建创新人才集聚高地的路径研究”（SCJJ23ND190）

0 引言
[bookmark: _Hlk133265287]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城镇化进程最早、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实力雄厚、创新资源集聚、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群之一，具备建成世界级城市群的潜力[1]。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同时强调要加快建设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作为驱动创新的第一资源，科技人才在长三角区域内的协同共享是推动该区域成为人才高地、建设创新共同体的重要基石。为了促使区域间科技人才资源的最大化利用，科技人才的开发与管理也急需向协作式治理的方向迈进[2]。在城市群内推动与科技人才管理相关的府际协作已经成为地方政府解决区域性科技人才协同共享问题的重要举措[3]。
近年来，长三角城市群通过开展交流活动、召开人才峰会、签订合作协议、举办人才联席会议、组建城市联盟等形式，搭建了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2003年，沪苏浙三地19市发表了《长江三角洲人才开发一体化共同宣言》，明确了共同培育紧缺人才、共享高层次人才的主要任务。2004年，沪苏浙三地地方政府人事部门在南京举办长三角人才合作联席会议，共同确认并实施轮值联席会议制度。2010年，南京市、杭州市、上海浦东新区等十市一区科协组织组建了长三角高端智力人才战略联盟。依据社会互动理论，在社会的相互作用下，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等在心理和行为上相互影响的过程称为社会互动，其中多个主体参与互动则会形成社会网络[4]，因此参与人才协作的各政府单元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那么，如何认识并理解已有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了解现有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成为值得关注的议题。
1   文献综述
目前，学者们关于府际协作的研究大致可分为3个方面。一是关于府际协作理论框架的探讨。大多数学者将制度性集体行动（ICA）分析框架作为府际协作的基本理论框架。如锁利铭[5]表示ICA基于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假设，通过引入交易成本、合作利益和契约风险作为变量，解释了地方政府之间政策行为交互的微观机理。崔晶[6]、卢文超[7]等学者利用 ICA框架分析了京津冀区域府际合作的特点。锁利铭等[8]构建了地方政府双边合作倾向的“意愿-风险”分析模型，对ICA框架进行了拓展和丰富。二是关于府际协作影响因素的研究。学者们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会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协作行为具有不同程度的约束和激励作用（如温雪梅[9]），同时国家政治传统、地方政府意识形态、选举制度、地方政府财税结构、地方政府自主性等都会对府际协作产生影响（如Donald等[10]）。还有学者结合中国情境发现行政分权（如杨志云等[11]）、财政分权（如傅勇等[12]）、发展型地方主义（如杨爱平[13]）和政治锦标赛（如周黎安[14]）等都是府际协作的重要影响因素。三是关于府际协作在不同治理领域中的研究。已有研究涉及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府际协作（如温雪梅等[15]的研究）、公共应急管理中的府际协作（如林鸿潮[16]、吕孝礼等[17]的研究）、环境保护与治理（如杜纯布[18]、汪伟全[19]的研究）中的府际协作。其中环境治理领域的府际协作研究较为集中，如孙燕铭等[20]对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秦鹏等[21]对长江流域跨区水污染中相邻政府间的协商合作进行了研究。然而，目前针对科技人才治理的府际协作的研究还鲜有。
[bookmark: _Hlk137120346]关于人才资源共享的研究，学者们对人才资源共享的重要性、模式以及存在的问题和风险进行了研究。如徐刚[22]在研究地方高层次人才引进同侪效应的治理逻辑时，指出必须以融合共享的人才治理为定位。张薇薇等[23]从人才资源的内涵出发，结合具体案例对流行的人才资源共享模式进行归纳总结。庞飞[24]分析了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公共政策对人才共享的阻碍。毛良虎等[25]构建了科技人力资源共享的框架模型，分析了科技人才共享中存在的寻租行为。高兆刚[26]、刘肇民等[27]对人才共享的机制与风险规避进行了探讨。可见，国内学者对人才资源共享议题非常关注，已从多角度开展了相应研究，但少有文献对现有人才共享的政府协作的网络结构特征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讨。
基于此，本文依据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块模型分析、二次指派程序（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QAP）方法，研究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府际协作网络的结构特征与板块分布，探讨板块间的关联关系，并对形成府际协作网络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为进一步促进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协同共享和创新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参考和借鉴。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方法
2.1.1  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基于社会计量学和图论的量化研究方法，目的在于探索行动者在网络中的位置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28]。社会网络分析一般包含整体和个体网络特征，其中，网络密度、网络关联度、网络等级度和网络效率为整体网络特征；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为个体网络特征。社会网络分析以“关系”为基本的分析单元，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可视化分析，从而揭示出网络中各主体间的联系、结构与属性。该方法逐步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已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29]。为科学直观地揭示长三角城市群中关于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情况，本文运用该方法，建立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的网络结构图，获得其整体网络特征、个体网络特征等指标，对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的现状进行分析和可视化展示。
2.1.2  块模型分析
块模型分析方法最早由怀特、布尔曼和布雷格于1976年提出，是社会网络空间聚类分析的重要手段[30]。块模型分析可将相近地位或相似作用的节点划分到同一板块，进而分析各板块内部及其与外部之间的关联关系，该分析还涉及计算各板块内部期望与实际关系的比例，并评估各板块在关联网络中的地位、作用和角色，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揭示节点的空间聚类特点以及板块的作用机理和信息传递机制[31]。为考察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的分布状况，本文选用块模型分析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进行聚类，并将其划分为不同板块，从板块个数、板块成员构成、板块关联关系等视角描述府际协作网络的内部结构特征，以清晰表达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的板块关联关系。
2.1.3  实证研究模型与 QAP 方法
（1）模型构建 。Bryson等[32]、Feiock[33]、Yi等[34]、Kwon等[35]的研究指出，地理空间邻接性、经济水平差异、城市行政层级差异等因素可能会影响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构成。此外，良好的创新环境有利于科技人才研发活动的开展，城市间创新环境的差异亦有可能影响其协作对象的选择，创新能力和科技教育经费投入等因素是反映城市创新环境的关键方面[36]。因此，确定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结构的影响因素如下。
第一，地理空间邻接。城市间科技人才共享协作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地理空间上的接近程度。如果两个城市相邻或距离很近，在科技人才共享方面可能有更密切的联系。本文采用了城市间相邻关系矩阵来表示这一因素，当两个城市地理位置相邻时，矩阵的取值为1，否则为0。
第二，行政层级差异。在中国，不同的城市处于行政区划的不同层级则拥有不同的行政级别，而这些不同层级的城市所能接触到的资源也各不相同。在处理地区性的公共事务时，这种差异常常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并在城市群的科技人才共享管理中得到体现。本文对各个城市的行政级别进行了编码处理（若城市属于省级行政区则取值为2、地级行政区取值为1【请作者斟酌是否有其他情况，比如在我国除了省级与地级，还有县级市的界定，在此处应该清楚表述其划分的情况，如果本文无县级市的城市，应该在括号中进行清晰地说明】），并通过计算其差异值矩阵来描述这一影响因素。
[bookmark: _Hlk194692198][bookmark: _Hlk194524865]第三，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往往拥有更为丰富的科技人才储备，相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则更倾向于与之合作，以解决自身科技人才资源短缺的情况。因此，本文首先收集整理各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再对任意两座城市计算其绝对差值，最后生成城市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差异矩阵来表示这一因素。
[bookmark: _Hlk194522868]第四，城市创新能力差异。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城市通常拥有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和平台，这有利于不同城市间的科技人才共享合作。而创新能力较低的城市可以通过与其建立合作关系，以提升本地科技创新能力。因此，本文首先收集整理各城市人均授权专利拥有量数据，再对任意两座城市计算其绝对差值，最后生成城市人均授权专利拥有量的差异矩阵来表征该因素。
[bookmark: _Hlk194524957]第五，科学教育支持差异。科研活动和科技基础设施发展需要资金支持。政府科教投入和补贴越多的城市可以为科技人才提供更好的福利待遇和激励创新，也更有利于推动城市间科技人才的共享。因此，本文先计算各城市的城市科学研发与教育经费占地区财政总支出比重，再对任意两座城市计算其绝对差值，生成差异矩阵来表征该因素。
第六，行政隶属关系。在同一省级政府管辖下，城市间科技人才共享合作的成本较低，彼此互动也较为频繁，更容易建立协作关系。本文使用城市行政隶属关系矩阵来表示该因素，其中属于同一省级政府取值为1，反之为0。
基于此，构建如下模型: 
S = f( AGS，CHL，EDL，INNOV，GOV，ASR)                               （1）
式（1）中：S、AGS、CHL、EDL、INNOV、GOV、ASR分别为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关系矩阵、地理空间邻接矩阵、城市行政层级差异矩阵、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矩阵、城市创新能力差异矩阵、城市科学教育支持差异矩阵、行政隶属关系矩阵。 
（2）QAP 方法 。QAP是一种用于比较两个方阵中各个元素相似性的方法，其对两个矩阵中的元素进行比较，计算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并进行相关性检验[37]。在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跨区域协作关系中，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这会导致使用传统统计方法进行参数估计时结果失真，同时变量的显著性也可能失去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参考温雪梅等[15]的研究，采用QAP方法进行参数估计可以提高结论的有效性。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bookmark: _Hlk194524630]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 2008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0月30日长三角城市群 41个城市1）（上海市1个直辖市；江苏省13个地级市；浙江省11个地级市；安徽省16个地级市）【请在文后的注释1）中清楚的标注具体的城市信息】的府际协议数据进行分析。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分为5个步骤：第一步，在中央政府网站、地方政府网站、城市日报等媒体上，以科技人才/高层次人才/创新人才、协作/合作、交流、联席、会议、城市群名称、城市名称等与人才协作相关的词语为关键词，搜索有关科技人才协作的相关工作动态、法规政策，总共进行了398次检索。第二步，对收集到的数据文本进行初步筛选。将不属于研究时间范围、不涉及样本城市群的文本以及相同媒体重复报道的文本全部剔除，得到1 265个高度相关文本。第三步，对数据文本进行精确筛选，将没有涉及科技人才共享的数据文本、不同媒体对相同协作信息重复报道的文本剔除，再对每一条检索结果进行人工筛选，使其符合研究样本的要求，最后剩下 79条文本内容。第四步，从协作时间、协作内容、协作主体、协作类型、协作规模、协作层级维度对79条政策文本进行编码，编码结果示例如表1所示。根据实践和温雪梅等[15]研究，本文将协作主体分为主动和被动；将协作类型分为签订协议、召开会议、交流活动和组建联盟；将协作规模分为双边、多边和全体；将协作层级分为省级与省级之间、市级与市级之间、省级与市级之间。第五步，将编码后的政策文本形成1个总体协作的多值矩阵与4个协作类型的多值矩阵，并通过Ucinet6.0软件对形成的矩阵进行二值化处理，以便后续的数据分析。此外，QAP分析部分所用的数据（城市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人均授权专利拥有量、城市科学研发与教育经费、地区财政总支出等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2023年版）。
表1  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治理相关文本编码及示例
	序号
	时间
	协议内容
	协作主体
	类型
	协作规模
	协作层级

	
	
	
	主动
	被动
	
	
	

	1
	2020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外国高端人才工作许可互认实施方案》
	上海
	苏州、嘉兴
	签订协议
	全体
	市级

	2
	2020
	第三届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人才峰会
	合肥
	苏州、上海，嘉兴…
	交流活动
	多边
	市级

	3
	2019
	《九城市校企合作培育万名高技能人才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
	上海
	苏州、嘉兴、杭州…
	签订协议
	多边
	市级

	……
	……
	……
	……
	……
	……
	……
	……

	79
	2022
	江南大学和淮安市(淮安经开区)科技人才合作洽谈会暨合作签约仪式
	无锡
	淮安
	召开会议
	双边
	市级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结构特征 
3.1.1  整体网络结构特征
[bookmark: _Hlk150547616]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议数量情况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长三角城市群在2008－2022年间共进行了79项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议活动，其中签订协议类34项、召开会议类17项、交流活动类18项、组建联盟类10项。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以2017年为界的两阶段协作状态，在2017年之前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的府际协作较少，呈现平缓趋势；到 2018年之后，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次数骤增，2018－2022年府际协议数量占总数量的 69.62%。2018年，首届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人才峰会在上海举行，在峰会上上海松江区、嘉兴、杭州等9个城市现场签订了《共建共享G60科创走廊人才新高地行动方案》，这为后续更加密切的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奠定了基础。

图1  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议数量变动趋势
[bookmark: _Hlk194525144]根据收集和整理的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数据，通过 Ucinet6.0和 Netdraw2.0软件对其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分析。为更全面地观察各层级政府之间的协作情况，本文将所涉及的省级、市级政府都纳入协作网络中进行分析。因篇幅所限，在此仅展示了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的总体网络结构，见图2。

[image: ]
图2  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
注: 线条表示主体之间的协作程度，线条越粗表示主体间协作程度越高，反之则较低。
从图2可以看出，长三角城市群的总体网络结构较松散，且有独立城市的存在，如盐城、徐州、连云港、黄山、淮北、宿州。从整体凝聚力来看，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形成了“一核多中心”的网络结构，即上海为核心，杭州、嘉兴、苏州、合肥、南京为次中心。探讨其原因，上海是长三角的中心城市，自然成为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中信息交流、活动组织的主导者。一方面，上海是推进科技人才共享发展的先行者，在不同领域均有大量的人才合作交流需求；另一方面，上海是重要的经济中心，具有承担科技人才合作交流的风险与成本的能力，因而在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中担任核心者的职能，发挥信息传递和合作交流的中心桥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省会城市在行政层级、经济水平发展上的优势，杭州、南京、合肥等城市在长三角城市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中已经成为除上海外最重要的城市主体，担任了网络中合作激励和资源协调的作用。网络层次的行动和主要交流活动都通过中心者进行协调，导致网络中心化程度较高。因此，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呈现出“一核多中心”网络结构，城市间协作多局限在中心城市及其周边联系紧密的城市，而距离中心城市较远、战略地位较低的城市往往处于整体网络的边缘。
[bookmark: _Hlk194524055]从网络线条粗细来看，省际层面的上海-安徽、上海-浙江、上海-江苏之间的协作强度高于安徽-江苏、江苏-浙江之间的协作强度，地方政府层面上的嘉兴-杭州、嘉兴-苏州、嘉兴-合肥之间的协作强度较高。在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中，能看到省级政府间或中心城市政府间的协作居多。这种由同等级政府发挥自主性进行交流沟通的，旨在实现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协作被称为横向协作。而通过浙江、江苏、安徽等省级政府强调和介入稳固城市间协作关系的纵向协作较少。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分析框架探讨其原因，城市群内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协作会为地方政府带来集体性收益，通过横向协作，地方政府间共同分担协作成本与风险，理性的地方政府会在实现共同收益的前提下更积极推进横向协作。因此，在长三角城市群内上海、嘉兴、杭州、合肥等地方政府更多地倾向于通过横向协作来促进区域内科技人才的交流与共享。
本文从网络密度、网络关系数、网络关联度、网络效率和网络等级5个方面展开描述，以进一步了解府际协作网络的整体结构特征，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结构特征
	协作类型
	网络密度
	网络关系数/个
	网络关联度
	网络效率
	网络等级度

	签订协议
	0.034
	64
	0.267
	0.883
	0.724

	召开会议
	0.025
	48
	0.704
	0.981
	1.000

	交流活动
	0.029
	54
	0.460
	0.946
	0.866

	组建联盟
	0.023
	43
	0.371
	0.960
	0.928

	总体
	0.074
	140
	0.743
	0.883
	0.458


（1） [bookmark: _Hlk127313672]网络密度（density）。网络密度指协作网络的疏密程度，取值为0~1，越接近1表示主体间联系越紧密。长三角城市群总体网络密度和各类型网络密度均低于0.1，表明总体网络和各类型网络内部联系皆较为松散，但相比于各类型网络密度来说总体网络密度更为紧密，值为0.074。
（2） 网络关系数。从网络关系数来看，长三角城市群的签订协议类和交流活动类协作网络的关系数比召开会议类和组建联盟类网络关系数多，说明长三角城市群更愿意以签订协议和开展交流活动等形式来促进人才共享协作。 
（3） 网络关联度（connectedness）。网络关联度指网络主体间联系程度，反映网络稳健性。若某主体与其他主体均有关联，则网络对其依赖性较大。长三角城市群总体网络关联度与召开会议类网络关联度较高，分别达到了0.743和0.704，交流活动类网络的关联度处于中等水平，组建联盟类和签订协议类的网络关联度较低，显示出长三角城市群的总体网络、召开会议类和交流活动类网络的稳健性较强。
（4）网络效率（efficiency）。网络效率反映网络中各主体间连接效率，取值为0~1，数值越小，表明主体间协作越紧密。长三角城市群协作网络效率的分值都较高，表明长三角城市群总体网络、签订协议类网络、召开会议类网络、交流活动类网络、组建联盟类网络中主体间联系都较为松散，网络较不稳定。
（5）网络等级度（hierarchy）。网络等级度反映网络主体间非对称可达程度，取值为0~1，数值越大表明网络等级结构越明显，越多主体在网络中处于从属或边缘地位。可以看到，长三角城市群总体协作网络等级度为0.458，处于中等水平。各类型网络等级度均较高，表明各类型网络等级结构较明显，其中召开会议类的网络等级最高，达到了1，其后依次为组建联盟类、交流活动类、签订协议类，这说明在各类型网络中，较多主体所处的位置不平衡。
3.1.2  个体网络结构特征 
（1）点度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点度中心度反映的是某主体在网络中的中心地位，其值越高，表示该主体与其他主体的连线越多，处于网络中心位置。长三角城市群点度中心度情况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长三角城市群的总体网络点度中心度均值为12.156，结合各城市点度中心度总体排名来看，主要是嘉兴、上海、合肥、南京、苏州、杭州等城市排名靠前。从签订协议类网络的点度中心度来看，均值为5.180。结合具体城市主体来看，江浙沪皖4个省级以及苏州、嘉兴等城市的点度中心度高于均值，处于协作组织网络的中心位置，其中上海主动发起与周边城市协作的频率更高。从召开会议类网络的点度中心度来看，均值为5.074，嘉兴、合肥、南京、上海、杭州、镇江、无锡、宁波等城市处于网络中心位置，其中嘉兴在召开会议类网络中起到了强有力的带头作用。就交流活动类网络而言，点度中心度均值为5.391，嘉兴、上海、杭州、宁波、台州、合肥、温州、南京、镇江、衢州、苏州、南通处于中心位置，其中嘉兴、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在交流活动类协作网络中更积极。相比而言，组建联盟类网络的点度中心度均值最小，为4.123，表明该网络中各城市主体之间地位相对平等，嘉兴、绍兴、上海、合肥、苏州、芜湖、江苏、南京、浙江、杭州、宁波、湖州、金华、衢州、安徽、安庆、蚌埠都处于较为中心位置。在2019年，嘉兴发起组建长三角人才一体化发展城市联盟的号召，其中上海、苏州、杭州、宁波、湖州、绍兴、金华、衢州、合肥、芜湖等19个城市积极响应，共同推进人才领域更高水平协作开放，因此联盟中的城市较多处于组建联盟类网络的中心位置。
表3  长三角城市群点度中心度情况
	协作类型
	均值
	大于等于均值的主体（从高到低排序）

	签订协议
	5.180
	上海、苏州、嘉兴、合肥、湖州、江苏、南京、浙江、杭州、金华、安徽、芜湖、宣城、镇江、宁波

	召开会议
	5.074
	嘉兴、合肥、南京、上海、杭州、镇江、无锡、宁波

	交流活动
	5.391
	嘉兴、上海、杭州、宁波、台州、合肥、温州、南京、镇江、衢州、苏州、南通

	组建联盟
	4.123
	[bookmark: _Hlk127376660]嘉兴、绍兴、上海、合肥、苏州、芜湖、江苏、南京、浙江、杭州、宁波、湖州、金华、衢州、安徽、安庆、蚌埠

	总体
	12.156
	嘉兴、上海、合肥、南京、苏州、杭州、绍兴、镇江、湖州、宁波、江苏、无锡、浙江、南通、金华、台州、安徽


（2）中间中心度。中间中心度是衡量主体在协作网络中的“中间”程度的指标，高中间中心度意味着主体在协作网络中对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更强的控制能力，其中介功能更加突出。长三角城市群中间中心度情况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长三角城市群的总体网络中间中心度均值为1.925。从城市排名来看，嘉兴、合肥、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宁波的中间中心度较高，其中嘉兴的影响力最强，在长三角城市群总体网络中充当“中间人”。从各类型网络来看，召开会议类网络的中间中心度最高，值为2.537，其中嘉兴、合肥、南京、镇江、无锡是召开会议类协作网络的较强控制者；签订协议类网络的中间中心度最低，值为0.876，上海、苏州、宁波、舟山、镇江、南京、无锡在此网络中属于控制者；在交流活动类网络中，嘉兴、合肥、温州、上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在组建联盟类网络中，嘉兴、绍兴、合肥、苏州、芜湖相较于其他城市主体来说其“桥梁”作用较大。
表4  长三角城市群中间中心度情况
	协议类型
	均值
	大于等于均值的主体（从高到低排序）

	签订协议
	0.876
	上海、苏州、宁波、舟山、镇江、南京、无锡

	召开会议
	2.537
	嘉兴、合肥、南京、镇江、无锡

	交流活动
	1.271
	嘉兴、合肥、温州、上海

	组建联盟
	1.042
	嘉兴、绍兴、合肥、苏州、芜湖

	总体
	1.925
	嘉兴、合肥、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宁波


（3）接近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反映的是单个主体在协作网络中与其他主体的直接关联程度。较高的接近中心度表示主体与其他主体的直接联系更多，被视为网络核心行动者。表5为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的接近中心度测算结果。长三角城市群总体网络的接近中心度均值为12.617，各类型网络的接近中心度均值由高至低分别为召开会议类、交流活动类、组建联盟类、签订协议类。在总体网络中，嘉兴、上海、合肥的通达性较优，此外，苏州、杭州、湖州、南京等城市接近中心度也较高。在召开会议类网络中，嘉兴、南京、杭州、合肥与其他城市联系紧密；在交流活动类网络中，嘉兴、上海、宁波、台州、合肥等城市的接近中心度较高，表明这些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联系密切；在组建联盟类网络中，嘉兴、绍兴、上海、苏州、合肥等城市接近中心度均高于均值，与其他城市的直接联系较多；最后，在签订协议类网络中，上海、苏州、嘉兴等城市属于中心行动者，由于嘉兴、苏州等城市与上海比邻，相互间的交流和互动也比较多。
表5  长三角城市群接近中心度情况
	协议类型
	均值
	大于等于均值的主体（从高到低排序）

	签订协议
	4.405
	上海、苏州、嘉兴、合肥、湖州、南京、宁波、杭州、金华、舟山、芜湖、宣城、江苏、浙江、安徽、温州

	召开会议
	10.809
	嘉兴、南京、杭州、合肥、上海、无锡、宁波、金华、苏州、滁州、湖州、台州、扬州、泰州、温州、绍兴、舟山、丽水、衢州、芜湖、马鞍山、铜陵、池州、宣城

	交流活动
	6.337
	嘉兴、上海、宁波、台州、合肥、温州、杭州、南京、衢州、苏州、宣城、绍兴、无锡、扬州、丽水

	组建联盟
	5.344
	嘉兴、绍兴、上海、苏州、合肥、杭州、宁波、湖州、金华、衢州、芜湖、江苏、浙江、安徽

	总体
	12.617
	嘉兴、上海、合肥、苏州、杭州、湖州、南京、绍兴、宁波、金华、芜湖、宣城、江苏、无锡、浙江、台州、衢州、安徽、滁州


值得一提的是，嘉兴除签订协议网络外，其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都位于长三角城市群首位。探讨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3个方面。首先是嘉兴的地理位置。嘉兴位于长三角经济区域的核心位置，毗邻上海、杭州等重要城市，拥有便利的交通网络和优越的对外开放条件，有利于人才流动和合作。其次是嘉兴的经济实力。作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重镇之一，嘉兴拥有发达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吸引力，有能力带动周边城市共同发展。此外，嘉兴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包括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为长三角地区的人才资源的共享和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最后是嘉兴的政策支持。嘉兴市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发展和区域合作，在推动长三角人才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提供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2019年，嘉兴市政府率先发起长三角人才一体化发展城市联盟的号召，显示了嘉兴在区域合作和人才发展方面的领先地位。

3.2  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块模型分析
[bookmark: _Hlk128522743]参考与块模型分析相关的研究文献（如蔡海亚等[38]），本文以最大分割深度为2，集中度为0.2的标准，对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进行块模型分析，以清晰表达其网络板块关联关系。需说明的是，在对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协同网络进行社会网络分析时，发现盐城、徐州、连云港、黄山、淮北、宿州等6座城市为独立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并无关联，因此块模型分析只对网络中的其他35座城市进行板块分析。
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的空间聚类特征如表6所示，其中嘉兴、合肥、上海、绍兴、苏州等城市受益关联关系较高，而丽水、衢州、湖州、南京、泰州、宿迁、扬州等受益关联关系较低。南京、上海、杭州、丽水溢出关联关系排在前4位，而淮安排在末位。关联关系总数相对较高的城市有嘉兴、上海、合肥、苏州、杭州、绍兴以及南京，而池州、淮安的关联关系总数相对最低。借助 Ucinet6.0 软件中的 CONCOR 模块分析工具揭示各城市所属板块情况，第Ⅰ、Ⅱ板块内的城市主要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科技人才较为密集的上海、杭州和苏州等，其中有9个城市落在第Ⅰ板块内，有8个城市落在第Ⅱ板块内，有11个城市落在第Ⅲ板块内，有7个城市落在第Ⅳ板块内。
表6  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的空间聚类特征
	城市
	受益关联关系/个
	溢出关联关系/个
	关联关系总数/个
	所属板块

	上海
	12
	9
	21
	I

	金华
	1
	6
	7
	I

	芜湖
	2
	5
	7
	I

	杭州
	3
	9
	12
	I

	苏州
	10
	4
	14
	I

	宣城
	1
	4
	5
	I

	嘉兴
	19
	5
	24
	I

	湖州
	1
	5
	6
	I

	宁波
	5
	3
	8
	I

	安庆
	2
	1
	3
	II

	滁州
	0
	3
	3
	II

	常州
	1
	3
	4
	II

	蚌埠
	2
	1
	3
	II

	淮南
	0
	1
	1
	II

	六安
	0
	1
	1
	II

	阜阳
	1
	1
	2
	II

	亳州
	0
	1
	1
	II

	南京
	0
	10
	10
	III

	无锡
	4
	4
	8
	III

	台州
	5
	4
	9
	III

	丽水
	0
	8
	8
	III

	合肥
	17
	2
	19
	III

	温州
	1
	2
	3
	III

	马鞍山
	0
	2
	2
	III

	泰州
	0
	3
	3
	III

	绍兴
	11
	1
	12
	III

	舟山
	2
	2
	4
	III

	衢州
	1
	1
	2
	III

	池州
	0
	0
	0
	IV

	宿迁
	0
	1
	1
	IV

	南通
	3
	3
	6
	IV

	扬州
	1
	5
	6
	IV

	镇江
	7
	1
	8
	IV

	铜陵
	0
	1
	1
	IV

	淮安
	0
	0
	0
	IV



[bookmark: _Hlk137733103]表7测算了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中不同板块的溢出效应。可以看出长三角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的溢出关系总数为112个，其中板块间的关系为80个（占总体71.43%），板块内的关系为32个（占总体28.57%）。可见，板块间的溢出关系总数远高于板块内的溢出关系总数，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参考蔡海亚等[38]的研究，本文将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中的板块划分为净溢出、净受益、双向溢出和经纪人板块4种类型。根据板块分类，第Ⅰ板块的溢出关系数为30，接收关系数为26，该板块成员发出的溢出关系数高于接收的关系数，且该板块期望内部关系比例低于实际内部关系比例，因此可以将第Ⅰ板块设定为净溢出板块。第Ⅱ板块的溢出关系数为6，接收关系数为12，该板块成员发出的溢出关系数远小于接收关系数，且期望内部关系比例远高于实际内部关系比例，因此设定为主受益板块。第Ⅲ板块期望内部关系比例高于实际内部关系比例，其溢出关系总数与接收关系总数均较高，且较为相近，说明该板块成员在发出关系的同时也接收其他板块的关系，因此设定为双向溢出板块。第Ⅳ板块内部成员之间的联系比较少，与外部成员的联系比较多，且期望内部关系比例高于实际内部关系比例，因此设定为经纪人板块。
[bookmark: _Hlk137734866]表7  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中不同板块的溢出效应
	板块
	溢出关系数/个
	接收关系数/个
	期望内部关系比例
	实际内部关系比例
	类型

	
	板块内
	板块外
	板块内
	板块外
	
	
	

	I
	24
	30
	24
	26
	24%
	44%
	净溢出

	II
	0
	6
	0
	12
	21%
	0%
	主受益

	III
	5
	36
	5
	34
	29%
	12%
	双向溢出

	IV
	3
	8
	3
	8
	18%
	0%
	经纪人


注：期望内部关系比例=（板块内城市个数−1）/（网络中所有城市个数−1），实际内部关系比例=板块内部关系数／板块的溢出关系总数。
表8为不同板块的网络密度和像的计算结果，已知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的总体网络密度为0.074，若某一板块的网络密度大于0.074，表明溢出关系在该板块内较为集中，则将其像赋值为1；反之，则将其像赋值为0，表明该板块内溢出关系较为分散。本文还绘制了板块间关系传递示意图，以进一步明晰四大板块之间的溢出关系，如图3所示，四大板块之间呈现一种线性关系传递情况，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闭合回路。其中，板块Ⅰ与板块Ⅲ互相具有溢出关系，板块Ⅱ主要对板块Ⅲ产生溢出关系；而板块Ⅳ不存在溢出关系。
表8  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关联板块的网络密度与像
	板块
	密度
	像

	
	板块I
	板块II
	板块III
	板块IV
	板块I
	板块II
	板块III
	板块IV

	I
	0.333
	0.028
	0.253
	0.048
	1
	0
	1
	0

	II
	0.014
	<0.001
	0.057
	<0.001
	0
	0
	0
	0

	III
	0.222
	0.102
	0.036
	0.065
	1
	1
	0
	0

	IV
	0.048
	0.018
	0.052
	0.071
	0
	0
	0
	0




[image: ]
图3  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四大板块间的相互关系
注：箭头线条表示具有溢出关系，虚线表示没有溢出关系。

在城市群形成初期，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会比较明显，人口、资金、技术等资源会自然地从一般城市流向中心城市，等城市群发展到成熟阶段以后，中心城市则会向周边城市产生溢出效应。分析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呈现出的板块关联及溢出关系的原因：一方面，板块Ⅰ中的上海、杭州、苏州、嘉兴和板块Ⅲ中的南京、合肥等城市具有较为丰富的人才资源，能够向其周边城市提高科技人才资源支持；另一方面，各中心城市为扩大其自身影响力，会更积极地主动地寻求其他城市进行科技人才的交流合作，达成人才协同共享愿景，因此关于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的接收和溢出关系也会增多。

3.3  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QAP分析
对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关系矩阵和各个影响因素矩阵，采用建构的模型进行 QAP 回归分析，随机置换次数设定为2 000次。回归结果见表9，其中模型1为基础模型，包含地理空间邻接、行政层级差异、行政隶属关系、城市创新能力差异等核心变量，结果显示地理空间邻接、行政层级差异、行政隶属关系和城市创新能力差异对科技人才共享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2和模型3在基础模型上进一步引入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变量和科学教育支持差异变量，但核心变量的显著性和方向保持稳定，表明模型的稳健性。根据模型3的结果可以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的地理空间邻接具有显著性，这意味着城市群内部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空间的相邻性影响，毗邻城市之间协作关系更密切。在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关系网络中，行政层级差异也具有显著性，这说明行政层级差异越大的城市之间协作越频繁，事实上，跨行政层级的科技人才共享主要体现在上海与周边城市之间的协作关系，上海凭借其优势科技人才资源在这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与此同时，行政隶属关系表现出显著性，说明城市政府更倾向与同省城市之间进行科技人才的共享协作。此外，城市创新能力差异表现出显著性，表明创新能力较高的城市之间的科技人才共享的协作更为密切。然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并未表现出显著性，这表明城市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对科技人才共享的协作关系建立影响有限。科学教育支持差异也未表现出显著性，这说明城市间科学教育支持的不同程度并非促进科技人才共享协作关系建立的主要驱动因素。
表9  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变量
	长三角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地理空间邻接
	0.203***
	0.203***
	0.206***

	行政层级差异
	0.200**
	0.196**
	0.196***

	行政隶属关系
	0.059**
	0.060*
	0.059**

	城市创新能力差异
	0.210***
	0.203**
	0.197***

	[bookmark: _Hlk194607534]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0.014
	0.013

	科学教育支持差异
	
	
	0.066

	R2
adj R2
	0.140
	0.140
	0.144

	
	0.138
	0.138
	0.142

	观测量/个
	1 640
	1 640
	1 640

	随机置换次数/次
	2 000
	2 000
	2 000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是一个复杂且动态的系统，其形成和演化受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地理空间邻接性最为明显，地理位置相近便于城市间人才流动和信息传递，促进了其科技人才的合作共享。其次，不同城市在行政管理体制下的层级和隶属关系不同，会影响它们之间的协作模式和程度。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协作网络结构还受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那些拥有较强创新能力的核心城市，如上海、杭州和南京，往往能够更好地吸引和集聚科技人才，形成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些核心城市因其特殊地位和资源丰富，通常展现出更高的积极性和资源获取能力，在协作关系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促进城市群内科技人才的互动和信息资源的共享。
4   结论及政策启示
4.1  主要结论 
[bookmark: _Hlk161494097]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结构特征，并运用块模型分析方法和QAP方法研究其网络板块关联关系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呈现出“一核多中心”网络结构，上海为核心，杭州、嘉兴、苏州、南京、合肥等城市为次中心。其网络主体间存在较高的关联程度、但网络密度较低，网络结构整体松散，少数城市主体在协作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第二，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呈现出横向协作为主，纵向协作为辅的结构特征。第三，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呈现为4个板块，且部分板块之间存在溢出效应，最明显地体现在板块Ⅰ与板块ⅠⅠⅠ之间的溢出及接收关系。第四，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府际协作网络结构主要受其城市地理位置、行政层级差异、行政隶属关系以及城市创新能力影响。
4.2  政策启示 
[bookmark: _Hlk150551135][bookmark: _Hlk150551209][bookmark: _Hlk133160878]第一，加强中心城市对边缘城市的辐射作用。通过点对点合作与点对面合作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加强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常州等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充分利用中心城市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充裕的经济条件等优势，有效推动中心城市与边缘城市之间的科技人才协调合作网络的建设。第二，推动长三角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纵向协作。鼓励不同等级城市间打破领域限制，提升城市群科技人才共享的协作网络密度。中小城市充分挖掘现有产业优势和特点，依托数字化网络平台柔性引才借智聚力，主动与大城市构建人才协同合作网络。第三，提升中小城市板块间的溢出效应。鼓励中小城市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搭建城市互助联盟，共同开展人才合作项目、人才交流以及人才平台建设，促进共赢合作。促进中小城市间产学研结合，推动中小城市之间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为人才合作提供更多机会和平台。

注释：
1）


参考文献：
[1] 方创琳. 中国城市群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与未来发展方向[J]. 地理学报, 2014, 69(8): 1130-1144. 
[2] 邱志强. 从政府管理到协同治理: 人才管理改革探索研究: 基于苏南实践的研究[J]. 江苏社会科学, 2016(1): 267-272. 
[3] 郭永辉. 嵌入理论视角下军民科技人才共享模式、困境及治理[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2, 39(19): 124-131. 
[4] BECKER G S. A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82(6): 1063-1093. 
[5] 锁利铭. 区域战略升级与府际横向协作之间的长周期多重交互: 面向成渝地区的三阶段纵向分析[J]. 理论探讨, 2022(4): 64-74. 
[6] 崔晶. 生态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协作: 自京津冀都市圈观察[J]. 改革, 2013(9): 138-144. 
[7] 卢文超. 区域协同发展下地方政府的有效合作意愿: 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例[J]. 甘肃社会科学, 2018(2): 201-208. 
[8] 锁利铭, 李雪, 阚艳秋, 等. “意愿-风险”模型下地方政府间合作倾向研究: 以泛珠三角为例[J]. 公共行政评论, 2018, 11(5): 99-116, 88-89. 
[9] 温雪梅. 制度安排与关系网络: 理解区域环境府际协作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0, 9(4): 40-51. 
[10] DONALD F, NORRIS. Prospects for regional governance under the new regionalism: economic imperatives versus political impediments[J].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16, 23(5): 557-571. 
[11] 杨志云, 毛寿龙. 制度环境、激励约束与区域政府间合作: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个案追踪[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7(2): 97-102, 27-28. 
[12] 傅勇, 张晏.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 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 管理世界, 2007(3): 4-12, 22. 
[13] 杨爱平. 从垂直激励到平行激励: 地方政府合作的利益激励机制创新[J]. 学术研究, 2011(5): 47-53, 159. 
[14] 周黎安.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 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 经济研究, 2004(6): 33-40. 
[15] 温雪梅, 锁利铭. 城市群公共卫生治理的府际协作网络结构研究: 来自京津冀和长三角的数据[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2(11): 100-15. 
[16] 林鸿潮. 公共应急管理中的横向府际关系探析[J]. 中国行政管理, 2015(1): 39-43. 
[17] 吕孝礼, 郭君, 徐浩, 等. 京津冀跨区域应急府际协议: 结构、类型及变迁分析[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8(6): 48-57, 127. 
[18] 杜纯布. 雾霾协同治理中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以京津冀地区为例[J]. 中州学刊, 2018(12): 29-34. 
[19] 汪伟全. 空气污染的跨域合作治理研究: 以北京地区为例[J]. 公共管理学报, 2014, 11(1): 55-64, 140. 
[20] 孙燕铭, 周传玉. 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地理研究, 2022, 41(10): 2742-2759. 
[21] 秦鹏, 李汝义. 长江流域跨区水污染的法律规制: 基于现实考察与利益博弈的反思[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33(11): 89-93. 
[22] 徐刚. 发展错位到错位发展: 地方高层次人才引进同侪效应的治理逻辑[EB/OL]. （2022-05-26）[2023-11-10].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268.g3.20220524.1438.002.html.
[23] 张薇薇, 赵静杰. 协同创新中人才资源共享模式与创新绩效研究[J]. 科学管理研究, 2019, 37(5): 143-147. 
[24] 庞飞. 区域一体化发展下的人力资源共享分析: 基于公共政策视角[J]. 人力资源管理, 2011(7): 34-35. 
[25] 毛良虎, 蔡瑞林. 科技人力资源共享中的寻租行为实证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 2013, 25(11): 76-85. 
[26] 高兆刚. 信息不对称状态下企业间科技人才共享风险分析[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2, 33(6): 165-171. 
[27] 刘肇民, 池重. 人才共享中的科技企业合作研发风险规避研究[J]. 科学管理研究, 2018, 36(4): 77-80. 
[28] 徐倪妮, 郭俊华. 中国科技人才政策主体协同演变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 2018(10): 163-173. 
[29] 刘华军, 何礼伟. 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 基于非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的再考察[J]. 财经研究, 2016, 42(2): 97-107. 
[30] 孙才志, 马奇飞. 中国省际水资源绿色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研究[J]. 地理研究, 2020, 39(1): 53-63. 
[31] 刘小瑜, 余海华. 中国省际绿色发展的空间关联及溢出效应[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0(3): 14-24. 
[32] BRYSON J M, CROSBY B C, STONE M M.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s: propositions from the literature[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6, 66(S1): 44-55. 
[33] FEIOCK R C. Rational choice and regional governance[J].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07, 29(1): 47-63. 
[34] YI H, SUO L, SHEN R, et al. Regional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8, 78(4): 556-566. 
[35] KWON S W, FEIOCK R C. Overcoming the barriers to cooperation: intergovernmental service agreement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0, 70(6): 876-884. 
[36] 郭金花, 郭淑芬, 郭檬楠. 城市科技型人才集聚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285个城市的经验数据[J]. 中国科技论坛, 2021(6): 139-148. 
[37] 刘军. QAP: 测量“关系”之间关系的一种方法[J]. 社会, 2007(4): 164-174, 209. 
[38] 蔡海亚, 徐盈之, 赵永亮. 产业协同集聚的空间关联及溢出效应[J]. 统计与决策, 2021, 37(10): 111-115. 

作者简介：彭川宇（1976－），女，湖南保靖人，博士生导师，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治理；黄瑞如（2000－），女，浙江温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

chuanyu. peng@swjtu. edu. cn
13668199332
总体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539	0	2.4312	2.9458	3	4	2	2	4	2	9	12	15	6	13	签订协议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1	0	0.2674	0	0	1	1	0	2	1	7	7	9	2	3	召开会议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0.0254	0	0.704	2	2	1	0	2	0	0	1	1	2	1	4	交流活动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0.0285	0	0.4598	0.9458	1	2	1	0	1	1	1	1	3	3	3	组建联盟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1	0	1	0	0	0	0	0	1	0	0	3	1	0	3	年份

府际协议数量/项






image1.jpeg
D
B el
%;Hﬁ MNP
D1 4 5N
\\ = 0 il
= \ o P
‘ \\ = 4\\\\ 'MKM‘”'[
) L e — =
SRR A%‘
l ) \ M
= <3, Wit
.y




image2.png
s 2% =
M, A
[ N4

B . &





